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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

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

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

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

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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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ole of Congres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 too important to be overlooked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 Historically speaking , Congress only played a minor rol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foreign af2
fairs , due to the influence of“imperial presidency”and congressional mechanism. However ,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 both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gradual empowerment of Congress in foreign affairs. The tendency that Congress began to play a

more active and even decisive role in U. S. foreign policy can thus be identified. This article , based on inves2
tigations of the US2China relations , not only argues that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resurgence of

the congressional power in foreign affairs but also makes specific proposals for future work in Chinese diploma2
cy.

一、国会外交 :一个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体制中扮演的角色一向
为人诟病。不论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或流行的大众媒
体 ,大凡谈到国会在制定美国国内公共政策时的种种
辩论 ,常被加以渲染。国会被视作为美国政治发展的
风向标 ,其议事场内的不少话题都能“一石激起千层
浪”,引起世人广泛的注视 ;而一旦涉及外交事务 ,国会
所扮演的角色又几乎千篇一律地被描绘成无足轻重的
“沉默羔羊”。在他们看来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

的制定过程中 ,根本不在最核心的决策圈内 ,最多只配
担当次要角色。

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美国国会外交专家不同意这
些偏激的说法 ,詹姆斯·林赛 (James M. Lindsay) 就是其
中之一 ,他声言 ,虽然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在行
政系统内 ,但国会仍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和“评判
者”。因此 ,国会在监督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能够把政府成熟的外交政策法

律化。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国会议员们虽然不

一定都具有“国际视野”,而且会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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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吵吵闹闹 ,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但是这些表面看来不

可容忍的缺点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又恰恰是美国外交最

需要的东西 ———反复、慎重地考量具有不同价值观念

的美国公众多方面的批评。[1 —pvii2viii ]

在研究国会著述汗牛充栋的美国 ,关于“国会外

交”这个特定专题的论述却是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

著作也常常乏人问津 ,甚至被束之高阁。笔者的观察 ,

个中原因当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外交本身的特性。

当代国际政治的复杂多变和外交事务的特殊性 ,

使举凡成功外交的要件如秘密性、迅速性、团结性以及

资讯管道等 ,都变成“总统所拥有的资产”,与国会的结

构有着本质的冲突。[2 —p26 ]常理上 ,“任何涉及一个国家

的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的外交决策权 ,都掌握在一国

最高行政权力的执行机关手中”。[3 —p75 ]如福特总统曾

经在为废除 1973 年的《战争权力决议》辩护时说 :“当危

机爆发时 , (总统) 不可能有效地使国会加入到决策过

程中来。”他的理由是 :

(1) 议员关心的其他事情太多 ,而不能熟悉对外政

策的情况 ;

(2) 不可能总是等待分散的或许意见不一的国会

领袖们达成一致意见 ;

(3) 向议员提供的高度机密的情报 ,特别是通过电

话提供的 ,可能被泄露出去 ;

(4) 等待磋商可能使总统冒“象弹劾一样严厉”的

惩罚的危险 ;

(5) 与国会领袖磋商不可能约束普通议员 ,尤其是

比较年轻的无党派议员。[4 —p583 ]

福特的话不无道理。尽管国家的外交是多方位、

多层面的 ,但是象等级制度、高压统治、纪律、保密以及

“从容地欺骗”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民主政治中“有序

的混乱”,不仅合法 ,而且必要。高峰会议外交、秘密外

交等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和决策的实质性活动常要求以

总统为代表的政府审时度势 ,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潮流

迅速反应 ,随机行事 ,为维护最高利益果断作出决策。

传统上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最核心的人物是总

统及其主要顾问 ,包括各行政机构任命的主要官员。

例如 ,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就包括了总统、副总

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等重要成员 ,他们是对外交往中呼风唤雨的

权力拥有者 ;而其他部门和人员 ,如国会、舆论界、利益

集团和普通公众 , 只是边缘性“外围”机构与人

物 ,[5 —p518 ]虽然对总统的外交决策有牵制 ,但无论如何

也无法替代总统出任外交第一主角 ,取代美国总统在

外交领域的前台与中心的地位。

第二 ,国会运作的客观现实。

国会体制的变动和议员的多变行为大多与国内 ,

特别是某一特定选区内极为敏感的公共问题有关。一

个成功或出色的参、众议员都会主动从自己的州或选

区中积极发现问题 ,以不断的政治“造势”来不遗余力

地宣传自己为选区服务的种种“政绩”,旨在延续或造

就其辉煌的政治生命。这种机制和个人方面的禀性一

方面与美国式竞选之残酷性有关 ,即议员们必须通过

不断的访谈、邮寄宣传品、电话联系等方式“嗅”出公共

问题所在 ;另一方面 ,国会运作中的“奖励”机制、议员

自己以及前人的经验都会告诉他们 ,在国内特别是本

人所属选区内的每一分“耕耘”,都会有所收获。加上

他们对选区的情况相对了解 ,辅之以助理们的调研 ,就

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把自己遇到的问题提出来 ,作为

国家政策来辩论 ,以博取媒体和选民的关注。

相反 ,表现在涉及外交领域的种种决策上 ,情况则

不尽然。著名的前阿肯色州参议员富布莱特 (W. Ful2
bright)担当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年 ,对制订美国

的外交政策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但是也就是这位参

议员 ,因过于重视外交而忽略了平时对自己选区的服

务 ,因此在一次竞选连任时败北 ,不少人对此扼腕长

叹 ,感慨造化无情弄人。富布莱特的经历显然为后人

提供了反面的经验 :即一个议员必须首先重视与选区

利益紧密相关的内政问题。

除了竞选连任的压力以外 ,不少议员对外国的政

治体制、领导人、文化风俗不甚了解的状况也造成了国

会外交的薄弱和被忽视。他们一般对国际事务不熟

悉 ,只能从“大而化之”的角度去把世界分成“非黑即

白”的“友好”的民主国家或“应给予谴责”的集权国家。

加上无法通过自己熟悉的方式来收集信息 ,所以在制

定国会相关对外政策时 ,不免力不从心 ,只能见风使

舵 ,或“盲人骑瞎马”,靠幕僚或他人的提示来投票。

第三 ,其他政治利益的考虑。

虽然在不少外交问题上 ,许多国会议员自感“英雄

无用武之地”,但鉴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 ,他们正好可

以利用机会把自己手中的投票当成是与行政当局讨价

还价的筹码和资本 ,以支持或反对某些特定的外交政

策 ,来讨好与本人、本选区有关的利益集团和大众媒

体 ,从而增加自己的选区经营和政治实力。

具体说来 ,他们的手段有许多种 :如向联邦提出

要求增进对本地区的拨款 , 要求政府支持某些工程

项目 , 允许自己州或选区内某些公司对外出售政府

限制性高科技特别是军用产品 , 等等。有相当一部

分议员在涉及是否给予中国 PNTR 待遇的投票过程中

紧紧守住“选区利益”的原则 , 把中国的 PNTR 当恩

赐 , 借机搭车、索取利益 , 狠狠地“敲诈”美国政府。

如在中美之间就美对华出口烟草举行的谈判中 ,美国

谈判代表曾向中方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希望中方开绿

灯 ,否则来自产烟大州的 3 名议员将对 PNTR 投反对

票。这些议员的“胃口”实在太大 ,克林顿政府不得不

在变相地“收买”选票的同时 , 寻求中国的“帮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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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该法规定 :总统在向海外派兵前应征求国会的意见 ,并在派兵后 48 小时内向国会提交报告 ;未经国会批准 ,必须在 60 天

内停止军事行动 ;在此期限内 ,两院可以通过联合决议 ,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②　1975 年福特总统因玛亚格斯商船被柬埔寨扣留而派兵入侵该国后 ,就依照战争权力法向国会报告 ,以求得到国会支持。

林顿总统还特地在投票前夕宣布了一项旨在帮助贫

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计划 ,并给予联邦经费支持 ,目的

是拉拢几位黑人和西班牙语裔的众议员 ,使他们投赞

成票。马丁·弗洛斯特是众议院中位列第三的民主党

议员 ,在得到政府保证自己选区里一家大军火公司的

工厂得到订货合同以后 ,当即宣布投票支持“永久性

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当克林顿政府和众议院议长哈

斯特尔特达成协议 ,在“社区更新”法案中实行小额税

收大惠 ,有关议员 ,如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格里高利·

米尔斯马上决定投中国贸易法案的赞成票。[6 —p1 ]

国会对外决策的这一特点 ,使得学者和媒体在议

员们半遮半掩、犹抱琵琶的政策倾向中 ,自然而然地从

关心、揣摩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 ,转移到开始关注

他们所需要的在国内政策方面作出的妥协条件上。这

当然反映了“真实的国会政治”的动态性质。[7 ] ;后冷战

时期 ,以共和党为主导的国会在外交思想上与克林顿

政府的全球主义及国际干预政策唱反调 ,推行带有现

实主义色彩的收缩性外交政策 ,“把国内事务和本国利

益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国会外交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解决国内面临的诸多问题”。[8 ]

第四 ,当代国会研究的欠缺。

当今各国学者对美国国会的政治解读一般侧重于

对其制度本身和运作的具体介绍和分析 ,涉及到“国会

与公共政策制定”等问题的讨论也大多偏重于对美国

国内政策和国内政治因素的研究 ,客观上造成了一种

“非均衡发展”的现象 ,即国会在外交方面的作用被无

形中忽视了。这当然不能全归咎于学者 ,但是通观现

在已经出版了的有关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的零星著

作 ,鲜有令人信服的权威性扛鼎之作 ,有关论述中的种

种偏颇和单一的论证倾向 ,反而误导了他人的探讨。

应当说 ,迄今为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宪法学家路

易斯·亨金发表的《宪政、民主与对外事务》是一部研究

美国国会外交的“现代经典”。[9 ]但这部在学术界广为

传颂的著作侧重于从“法制 —理性”(Legal2rational) 角度

探讨问题 ,对国会议员们的行为 ,几乎没有分析。其他

一些知名度略逊一筹的学者 ,如前面提及的詹姆斯·林

赛、兰戴·雷波莱 ( Randall B. Ripley) 、瑞伯卡·赫斯曼

(Rebecca K. C. Hersman)等人的代表作[10 ] ,也给人以泛

泛而谈、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脱节等印象。年轻一代

学人如玛瑞·赫娜汉 (Marie T. Henehan) 从国际关系理

论角度看国会外交的新作虽然运用了很多数理统计的

方法和实证性的调查分析 ,对 1897 —1984 年期间参议

院处理外交危机的投票数据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 ,但

终因时间跨度太长、数据过于庞大而没有取得预想的

效果[11 ] 。不算年轻的巴理·布莱克曼 (Barry Blechman)

对国会和美国防务政策的专项研究 ,也不尽如人意。

他指责国会在防务政策上只看到“芝麻”(军费开支) 而

弃“西瓜”(对美国的整体军事战略和国防事务的总体

把握)于不顾。[12 ]但是他本人的论证 ,也颇先入为主 ,有

欠公允。凡此种种 ,使人不得不感叹要把综合性考察

和具体外交政策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的两难困境。

研读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献 ,笔者深有感触 :看来时

下在我国美国研究特别是“当代美国国会研究”中最薄

弱和最迫切需要突破的环节 ,应该是“美国国会与美国

外交”这一久被忽视的重要课题。

二、美国对外政策的“锚与舵”:
国会外交的复兴

　　相对于国会外交的活跃情况 ,国会研究中出现了

“理论跟不上现实”的局面。如果不加以改观 ,会对我

们理解美国国会的运作和在美国政府中的作用 ,造成

相当的伤害。何以出此判断 ? 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形势

的物换星移 ,时空变迁已经让人看到美国国会近年来

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地位大大提升、甚至有逐步演

化成为掌握美国外交“锚与舵”的关键机构的倾向。

笔者所持的具体理由如下 :

第一 ,冷战结束后 ,国际形势的千变万化使得当代

外交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 ,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界

限越来越不分明。美国外交面临许多问题 ,包括政治

宿敌的消失、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浪潮以及所谓“文明冲

突”问题的彰显 ,促使美国开始调整其利益和安全的重

点。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认识过程 ,为国会和总统之

间在对外交政策的检讨过程中发生分歧和冲突造成了

一种特定的环境。特别是由于缺乏国内共识 ,国会内

部强调传统意义上的纯外交政策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

“外交中隐含着内政”的新型政策 (intermestic policy) 。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与内政的融合 ,为国会

外交的复兴创造了最直接的条件。

第二 ,现在国会在外交领域挑战总统的政治成本

已经大大降低 ,议员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表现自己对

所谓的第三世界“民主波浪”的支持和对西方社会价值

观最终胜利、“意识形态终结”的赞许。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水门

事件”使美国总统的威望一落千丈。国会已在以下几

个方面作出努力 ,试图重新恢复自己的外交权力 :

(1) 1973 年 10 月 ,国会参众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

推翻尼克松总统的否决 ,通过《战争权力法》。宣布从

此以后 ,只有经国会宣战、特别法律授权或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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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多位总统如加菲尔德、阿瑟、哈里森和麦金莱都曾力图改变这一格局 ,实现总统与国会权力的平衡 ,但都未成功。有些总

统 ,如海斯和克里夫兰则因多次与国会发生冲突而付出重大的代价。

下 ,总统才能使美国武装部队担负作战任务。①该法通

过后 ,尼克松和他之后几任总统试图否定它的法律效

力 ,使其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但是 ,该法律对总统

随意向海外派兵进行军事行动多少起到一些限制作

用 , ②因此不仅具有象征意义 ,而且也具有制度性的含

义 ,反映了国会企望介入外交事务的新决心。

(2) 1976 年《国家紧急状态法》颁布 ,到 1978 年 9

月才终止。该法针对 3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连

续不断的紧急状态而总统又持续掌握广泛权力的状

况 ,特别规定总统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必须预

先通知国会 ,并且说明打算引用的法律。这样的宣布 ,

6 个月以后自动终止。虽然总统可以再宣布另一次 6

个月的紧急状态 ,但是国会至少争取到了每 6 月重新审

查一次的机会。

(3) 设立情报机构 ,在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各自成立

了特别情报委员会 ,以此加强对总统缔约权和秘密外

交活动的限制。1976 年 ,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 ,禁止总

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达成重大行政协定。同

年 ,国会成立“情报特别委员会”,公开调查历任总统超

越职权指示中央情报局从事的各种非法活动。

(4) 通过 1974 年《预算与扣留拨款控制法》,全面

估计国家的财政状况和优先开支事项 ,加强国会对国

防和外交事务开支的控制权。由于国会长期没有自己

的预算制度 ,就造成对行政部门预算计划的依赖。总

统常常利用职权 ,扣留国会拨款 ,用于其他活动 ,而且

国会对此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有鉴于此 ,

国会于 1974 年通过丘奇 ———凯斯修正案 ,禁止总统将

联邦政府的款项用于在东南亚地区的任何军事活动。

国会还采取其他措施 ,加强对国防开支和对外援助的

控制。如 1975 年苏联和古巴插手安哥拉内战 ,福特总

统要求国会拨款支持美国政府抵制苏、古在安哥拉的

雇佣军 ,结果并未获得国会同意。这是国会利用财政

拨款权优势限制总统外交活动的一个突出事例。

70 年代以来 ,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政策的决

策上 ,国会都在挑战行政部门 ,如对尼克松的弹劾、对

伊朗门事件的调查、以及对克林顿总统绯闻案的听证 ,

等等。有了这个基本前提 ,便可理解为什么国会“理所

当然”地开始积极插手美国外交事务的实际决策了。

第三 ,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理论的盛行 ,美国政府

确定了后冷战时期的几大外交目标 ,其中“重点之重”

便是经济发展 ,它是美国追求所谓的“全球安全”、“民

主输出”特别是“人权战略”的基础和原始动力。而这

个头等目标的确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美国国内占相

对优势的经济利益集团的需求和国会选区相对“务实”

的传统产生了“三者合一”的交集。毕竟 ,国际资本、货

物、技术、劳务的流通以及经济合作、制裁、援助等外交

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美国国内社会福利及价值观

念 ,如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直接影响到美国

国内就业和大众消费问题。国内外政策的交织 ,给通

常在国内事务中居主导地位的国会更多地卷入对外政

策提供了种种便利的条件。这种“软性”融合的结果 ,

便是国会堂而皇之地开始以经济外交的手段 ,与行政

当局联手追求美国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

当然 ,国会也希望能同时通过经济互动和经济联系 ,扩

大美国对外交往的范围 ,从而达到利用外交手段来处

理内部经济事务 ,修正和协调经济政策 ,维护美国对外

关系中的权益的根本目的。

第四 ,外交公开化及“公众外交”的影响 ,也使当今

秘密外交的因素降低 ,民众的参与与知情 ,和在国会上

形形色色的“草根游说”一脉相承 ,关联密切。这说明

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领域不断扩大 ,以及要求外交公开

化的舆论压力的增强 ,使许多过去被认为应由总统和

行政部门决定的事情 ,现在国会也理所当然地要求更

多参与。这里面固然有国会不得不适应潮流、迎合媒

体的因素 ,但是考虑到现代通信技术和信息手段的进

步 ,以及近年来国会重视自身情报来源及分析机构的

建设 ,议员们已经开始掌握大量关于他国问题的情况

和信息 ,国会完全有可能、有能力对总统的对外政策计

划和行为实行更有力的监督和控制。

其实 ,反观美国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美国宪法早

就明文规定外交权乃是一项由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的

权力。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表现在 :

参议院不仅对总统提名的外交人选 ,具有审核和认可

的权力 ,而且按照宪法的规定 ,它也拥有对外宣战和批

准美国准备签订的国际条约的最高国家权力 ;无论是

参议院还是众议院 ,都掌握着美国政府的“钱袋”,可以

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层层设卡”,决定拨款、外援以及

防务开支等重大事宜上的具体数目 ;国会两院还可以

通过立法、监督或调查等手段 ,对外交决策进行干预。

宪政设计尽管如此 ,在现代外交实践中 ,美国总统

几乎主导着美国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 ,他是“向世界体

现民主”的主要发言人 ,而国会则被看成是“实现美国

国内多元化民主价值”的政治平台。[13 —p55 ]这样的结果

是总统天经地义地单独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 ,而国会

只是根据国内不同地区、团体、选民和利益集团的要

求 ,“考虑、立法确认或拒绝总统提出的动议”,“预测并

控制行政当局的活动。”[13 —p55 ]久而久之 ,这种“二元民

主”演变成为一种社会认可的宪政惯例。其最具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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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理论根据就是我们提到的外交特性 ,即“⋯⋯总统

提供领导以及掌握信息、专门知识、秘密、速度和效率 ;

国会则体现人民更明智、更明确、更熟虑 (更谨慎) 的长

期价值和判断”。[13 —p62～p63 ]

　　府会关系在外交事务上两种决策权的分离与共

享 ,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关于总统和国会权力的分配

的不确定性和重叠性 ,美国对外政策也相应地呈现出

矛盾性与多变性。这种情形的产生佐证了美国的外交

体制“可谓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体制”,它不仅“融入了宪

政和民主、对分权的信奉以及代表被统治者的政府对

个人权利的信奉”,也融入了各种不同的民主概念。这

就是所谓的“半阴影区”(twilight zone) 内总统和国会在

内政外交事务上的权力争斗。[13 —p55 ]总统常常越过国会

擅自行动 ,试图将国会排斥在外交决策权限之外。国

会为限制总统权力作出了许多努力 ,但是就其本身而

言 ,由于各种内政和外交事务的管辖权分属众多委员

会和小组委员会 ,内部权力分散 ,国会对美国重要外交

政策的介入犹如搭乘公车 , 上下车完全凭其喜

好。[14 —p91 ]既然无法提供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对外

政策 ,国会在处理与总统关系之间也就难免相互指责。

国会怪罪总统破坏了宪法 ,而总统则强调国会滥用职

权 ,使美国在处理重大国内国际问题时常常陷于相互

制肘的难堪境地。

三、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的历史演变

确实 ,总统和国会在外交政策上的权力之争几乎

贯穿于美国整个历史过程 ,堪称是美国政治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自宪法实施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半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除了杰弗逊、杰

克逊和林肯当政以外 ,国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始终占

据主导地位。在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天平上 ,指针一般

偏向国会一边。这段时间内 ,在联邦政府的三个机构

里 ,国会是“进攻性的精灵”(aggressive spirit) ,“三权分立

原则的运行出现不平衡 ,权力重心向国会倾斜 ,国会成

为三个部门中地位最高的机关”。[15 —p124 ]相比之下 ,总

统显得被动。而争夺全国政治权力的斗争 ,是在国会

内部围绕议事规则和领导权展开的 ,而不是在国会和

总统之间进行的。[16 —p40 ]国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总统

在政治上的屈从这种权力关系格局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末。①当时国会地位之高 ,使行政部门处处服从立法部

门的指挥和调遣 ,白宫也因此笼罩在国会的阴影之中。

例如 ,在 1868 —1869 年的国会会议期间 ,参议院行使了

废约权 ,使行政机关与丹麦政府签订的关于圣·托马斯

岛主权转让的条约变成一纸空文。而这笔交易最初是

美国先提出来的 ,圣·托马斯岛的人民也通过正式投票

表示同意这项割让。但参院在收到条约后竟将其束之

高阁 ,行政机关的软弱性暴露无遗。[17 —p31 ]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联邦政府树立了强悍的权威 ,

戏剧性地恢复了行政特权。这应验了美国政治学家理

查德·诺伊斯塔德说的那句话 :“在采取冒战争危险的

行动时 ,技术便修改了宪法。现在由于保密、情况复杂

和时间的特点限制 ,总统必然成为现行制度中能作出

判断的人”。[18 —p18 ]正是在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任内

的苦心经营下 ,行政当局一点点地征服了国会 ,政府权

力中心开始从国会向白宫转移。当然 ,这里面还有另

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能不提。即直到 20 世纪 ,美国外

交中始终奉行孤立主义政策 ,总统的外交首长和三军

统帅的双重身份显得并不重要。随着美国在世界的不

断扩张和权力角色的变化 ,特别是美西战争以后 ,美国

的对外扩张和外交活动明显增加。日益复杂的国际形

势和垄断资本集团称霸世界的需要 ,使外交和全球军

事战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势必

加强和扩大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于一身的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和作用”。[19 —p20～p25 ]

美国总统的权势最终开始超出国会 ,后者主导外交政

策的能力明显衰退。

二次大战期间 ,国会更是唯罗斯福马首是瞻。罗

斯福对总统权力的加强和对联邦内政外交的垄断 ,使

他变成危机期间“民众以最强烈、最持久的情感所关注

的集点”,而国会与此同时却反映了“保守、落后和效率

低下 ,不能托付重任”。[20 —p270 ]因为尊敬和崇拜罗斯福 ,

相信他是美国民主的巨大发动机 ,是“美国人民的一只

可信的号角”,“有如一头雄狮 ,可以四处漫游 ,做出伟

大的业绩”。[21 —p559 ]美国政府的权力开始永久地从国会

转移到总统 ,并使总统权力制度化 ,导致国会对总统的

制约机制受到很大的破坏。战后没有人再相信弱政

府。核时代的现实使总统作为国家政策的“最后决定

者”。[21 —p48 ]美国超级大国和西方盟主的地位也进一步

扩大了总统的权力 ,使总统成为内政、外交领域的主要

立法者和执行者。他“不再能拒绝使用机构所赋予的

权力 ,必须为整个政府制订全盘计划”。[22 —p61 ]相对于总

统权力的扩大 ,国会始终处于被动反应者 ( respondent)

的地位。也就是说 ,在外交决策中 ,总统扮演着驾驭

(driving)美国的中心角色 ,而国会则只在某些时候发挥

了刹车 (braking)的功能。

战后虽有少数国会议员不满意总统在外交领域的

专权 ,如参议员沃特金斯曾当面指责杜鲁门总统没同国

会商量就使美国承担义务在朝鲜作战 ,但他不仅没有得

到国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反被扣上顽固分子的帽子而受

到奚落。后来 ,杜鲁门总统对国会决策行使否决权 250

次 ,否决被推翻的只有 12 次。[16 —p41]国会对总统可能会

制定的任何政策都予以支持 ,支持力度甚至令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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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都吃惊。如 1955 年国会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所

谓《福摩萨决议》,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认为必要时

使用美国军队来保卫福摩萨”即台湾及附近岛

屿。[19 —p20～p25]1964 年 8 月 5 日 ,约翰逊总统召集国会几

个领袖 ,告知北越向美国在东京湾的两艘驱逐舰发起了

攻击 ,要求国会的合作 ,以表示出全国的团结一致。国

会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授权约翰

逊总统“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击退对美国军队的任何武装

袭击。”[19 —p23]在决定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的《东京湾

决议》提交给国会审议时 ,美国政府官员还在担心国会

在讨论授权总统扩大战争的议案时 ,会引起旷日持久的

辩论 ,产生与期望相反的心理效果。但事实是国会立即

通过决议 ,投票结果 ,众议院 4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参议

院 88 票赞成 ,2 票反对 ,这样国会就给了约翰逊总统一

张国会无条件支持的“空白支票”。[23 —p23]

70年代以后 ,国会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 ,摆脱了多

年来缺乏活力和无所作为的状态 ,打破了行政部门对外

交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改变了国会自己在公众心目

中的形象 ,也加强了国会在外交领域与总统分庭抗礼的

地位。但是 ,国会外交权的恢复和加强只是相对的、有

条件的。国会外交决策权的加强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

总统的权力被削弱到无关宏旨的程度 ,也不意味着总统

从此以后就开始受制于国会 ,因为美国国会虽然是美国

决策的重要中心 ,但是在当代多元社会和权力分散的美

国 ,由全民投票选举的总统仍然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中

心人物和国家的象征。公众也习惯于把总统作为政治

领袖 ,寄希望于总统解决个人和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

因此国会与总统之间有一种周期性的关系 ,作风强悍的

总统们差不多都会碰到国会议员的抨击和反弹 ;而每一

位强势总统过去之后 ,国会或早或晚都要发起反攻 ,重

摆宪政天秤。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并不是谁的权力多

或少 ,而是如何协调 ,政府如何运作。

从国会与总统关系的演变过程中 ,我们发现 :在评

判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决策的光谱上 ,两种极端的观点

都值得商榷。第一种观点批评国会“不会妥协”,过于纠

缠 ,有一种想替代“帝王式的总统”而充当“帝王式的国

会”的倾向。它主要表现在 535 个议员个个都像国务卿

似地干预总统外交事务 ,手伸得很长 ,处处作梗 ,想给总

统带上枷锁 ,让总统和行政当局对国会臣服 [24] 。这种观

点强调国会对具体事务管得太多 ,情绪变幻无常 ,对民

意太过注意 ,不断变法、变政策 ,朝三暮四 ,没有长期目

标。加上对国际事件直接的联系搞不清楚 ,常常断章取

义 ,就事论事 ,结果往往制定狭隘、偏激的政策。总统在

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越过国会 ,直接采取某些“不得已而

为之”的行动。如里根总统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黎巴

嫩、派兵进驻格林那达、到尼加拉瓜港口布雷 ,以及对利

比亚进行轰炸 ,使得国会议员对他采取这些行动的宪法

权力提出了质疑。有些议员声称总统无视国会的战争

权力 ,要求里根总统遵循《战争权力决议》(War Power

Resolution) 和博兰修正案 (Boland Amendment) 行事 ,但是

历届总统都宣称该决议违宪。国会制定法律调整“秘密

行动”(covert activities) 时被说成是“肮脏的诡计”(dirty

tricks) ,行政当局常常藐视这些法律 ,或者干脆暗示有关

法律违宪。[25 —p24]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国会无所作为 ,它虽

然有权参与外交决策 ,但是起不到什么真正作用。有时

候国会也会故意跟总统过不去 ,但到最后并不能给总统

和国家利益造成真正的伤害。在关键时刻 ,国会反而挺

身而出 ,主动帮总统解决外交难题。[26 —p1297]如 1988 年 ,

110 名国会议员宣称里根总统在两伊战争期间在波斯湾

部署海军部队是违法的。[27]但这丝毫不伤里根一点皮

毛。就连他的继任 ,性情温雅的乔治·布什也在 1990 年 ,

派遣大批美军驻守沙特阿拉伯 ,而在这之前 ,他并没有

向国会报告波斯湾的军事部署行动。1991 年初 ,布什要

求国会授权动武 ,以此强制执行联合国呼吁伊拉克无条

件撤离科威特的决议案。参众两院分别以 52 票对 47 票

和 250 票对 183 票通过了布什总统的请求。民众对于总

统是否有必要发动这场军事介入行动呈现不同看法 ,但

正是国会给布什开了绿灯。[28 —p43]

把上述两种观点合而为一 ,实际上都是对国会参与

外交决策的具体指责。这与我们开篇提到的一些论点

是一致的。但我们在考虑这些负面观点的同时 ,绝对不

能不认真分析国会面临的各种困难 ,如参众议员必须花

费大量时间来争取连选连任 ,提供选区服务 ,所以很难

了解外交政策的实质等等。不管如何 ,在与行政当局的

竞争中 ,国会也有自己的优势 : (1)宪法毕竟确定了国会

在外交和国防政策领域的一些权威。(2)国会的代议特

征使它成为了解美国人民的希望、要求、需要、特点和智

慧的最有代表性和最具有政治敏感的知识来源。(3)国

会在政治和立法程序方面的技巧也能够使它在复杂社

会活动中起协调和领导的作用。[29 —p155]

笔者认为 :国会与总统在外交权力上的相互争斗 ,

犹如一个摇晃的政治钟摆 ,总是撞击出令世人侧耳倾

听的音响。70 年代以来“国会的复兴”能否持续 ? 它在

外交领域内是否真能成为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锚与

舵”? 目前国内、国外都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国会外交行

为的理论。学者们对国会外交的评价也是众说绘纭、

莫衷一是 ,对议员的角色和决策分析更是寥若晨星。

有鉴于此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加强促

使我们认真思考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国

会如何影响对华政策 ? 这些年又有什么发展 ? 我国应

该如何迎接挑战并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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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会对华决策与中美关系 :

我们面临的挑战

　　自中美建交以来 ,特别是在过去的 10 年里 ,美国对

华政策制订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国

会参与对华政策制订过程的程度增大 ,而且表现得更

为积极主动”[29 —p155 ] 。种种表现非常清楚地表明 :在 21

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必须开始重视国会

在对华政策上直接或间接的决策影响。

的确 ,在过去 10 年里中美双边关系曾出现过多次

重大波折 ,国会作用的不断提升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

概括而言 ,国会一反以前对总统的依从态度 ,直接在宪

法上对总统进行威慑 ,一步步“通过实施监督和立法功

能 ,开展了国会外交、宣泄情绪、操纵舆论等途径参与

和影响对华政策”[29 —p155 ] ,强行通过了某些消极的对华

法案 ,给中美关系带来影响弥深的不良后果。其中一

些典型案例包括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直接

干涉 ;人权冷战 ;围绕 MFN 和 PNTR 问题中美两国针锋

相对的较量以及中美军事争端与地区安全问题等等。

后冷战时期 ,国际关系的转型促使各大国对此作

出不同的反应。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面对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 ,重新开始确定自己的国际

角色。这些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对适合自己国际

的行为与职责的自我界定以及对对方角色的重新评估

直接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向。

应当承认 ,中美两国在经过近三十年的相互接触

和交往之后 ,相互的看法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总体上

变得比较成熟和客观。但是毋庸讳言 ,双方的相互形

象中仍存在着许多鸿沟、偏见和误解。在后冷战时期

“结构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 ,中美双方的相互形象可

以用“有限的对手”来加以概括。这种“有限对手”的国

家形象既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敌人形象”,也不同于

七八十年代的“盟友形象”,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为中

美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提供了一个“心理环境”。[30 ]

笔者坚信 :历史将赋予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扮演世

界大国的使命 ,中国将会全面介入国际事务。若要长

期稳固地在国际舞台上保持重要影响 ,使国家的综合

力量得到充分发挥 ,就必须建立与发达国家水平不相

上下的外交决策研究体系 ,对美国外交行为特别是对

华决策进行科学的预测。

以笔者在美国求学、教书十年的经历 ,深感 1989 年

以后 ,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象是一种有节律的波浪拍

击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堤坝 ,充满强烈的敌意。但我们不

能就此说国会中大多数人都开始反华 ,因为大多数议员

并不真正关心和了解中国问题。换一句话说 ,总体上多

数议员基本上在对华政策上是被动的。一方面 ,他们为

了保护既得权力 ,不断从从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那里得

到资金 ,必须采取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那些集团的行

动。而对于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来说 ,中国是一个很方

便的靶子。另一方面 ,在国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复杂

而激烈的争夺使得中国问题有时会变成国会追求部门

利益的政治工具。这种情形 ,正如美国国会研究中心中

国问题专家凯丽·丹博 ( Kelly Dumbaugh) 所指出的那样 :

因为部门利益的存在 ,国会中很少有统一的观点。反映

在对华政策上 ,国会中也大致分为三派 :有一些议员总

是喜欢提出反对中国的议案。他们深信 ,中国的政治体

系不改换 ,美中关系绝对不能向前发展。如果中国囚禁

了什么人 ,对外出售了核技术 ,便有一小撮人就此拼命

地提出议案。这些个别人大概只占国会议员总数的

10 —15 %。另有 30 %左右的议员对中国较为友好 ,持与

中国接触的态度。他们加入这一组也许因为他们同意

像亨利·基辛格等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士的思考模

式 ,愿意用更广阔的战略性框架看待美中关系 ;也许因

为他们代表某些特殊的利益团体如美国农场主的利益

—希望能向中国出售农产品 ;或提倡自由贸易主义的团

体 ,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 ,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基

于这些因素 ,他们认为“对华接触政策”非常可取。国会

中还有第三类人 ,他们没有明确的倾向性 ,根据不同的

情况或不同的政策问题来决定如何投票 ,这类议员较容

易被上面提到的前两类议员所说服 ,有时在某项对华政

策的投票中投反对票 ,有时又投赞成票。所以国会政策

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在对中国政策的制

定上尤其是这样。[31 —p389]

鉴于美国国会在政策法律制定过程中充满了变动

性 ,对它进行动态的调研和与议员的交流理应成为一

项经常性的工作 ,并需要专人及常设机构对其动态进

行跟踪研究。笔者有一个设想 :对国会具体工作 ,只靠

宏观的形势分析 ,政策估计及一般意义上的外交 ,恐怕

无法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我们可以借鉴中美两国自

1979 年以来交往的经验和教训 ,整理并建立对美外交

特别是对国会工作的动态对策模型 ,以务实原则预测、

引导和控制国会在中国问题决策上的各种问题、争议、

变化以至危机。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在吸取其他国家

和地区 (如以色列、加拿大、日本、甚至台湾) 做美国国

会工作的经验基础上 ,改善自己的工作方式。例如 ,我

们可以根据美国国会构成的利益多元性和议员相对独

立的特性 ,针对有影响的持反华意见的议员的观点进

行有理有据的反驳。这种反驳不仅要包含事关中美关

系大局一类的分析 ,还要重在“艺术性的说服”,即针对

问题 ,多讲事实 ,多讲利益 ,言简意赅而且具有幽默感。

我们的目的 ,是为了增进国会对中国的了解 ,使之在参

与制定美国对华政策中发生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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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曾说过一

句非常简朴的话 :“好的外交政策通常是好的常识 ,好

的常识通常能制定好的外交政策”。[32 —p191 ] 1997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3 日 ,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

访问。中美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 :“双方同意 ,健

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 ,而且对于共同承担责任 ,努力实现二十一世纪的和

平与繁荣是重要的。”两国还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

设性战略伙伴关系”。[33 ]按笔者的理解 ,这里所谓的“建

设”是一个过程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在未来

加强与美国国会的沟通 ,让美国国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

增加议员们的一些有关中国事务的“常识”。

美国国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 ,已

经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财富 ,而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

的探索 ;而国会在许多方面的不足 ,又反过来为人类之

追求政治发展提供了有益的镜鉴。笔者在探索这些课

题的时候 ,常常深夜中省 ,感受到要改变美国对中国看

法的最根本途径还在我们自己 ———只有一个民主富强

的中国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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